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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在工作场所中的广泛应用使员工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

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给员工带来了一种新的工作压力−信息技术压力。当前学界主要关

注信息技术压力在工作场域对员工工作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影响，但忽略了信息技术压力在家

庭场域对员工心理状态的影响，且未能深入探究信息技术压力在工作与家庭两个场域之间的

交互溢出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将信息技术压力解构细分为工作场域的信息技

术过载和家庭场域的工作相关手机应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探究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相关手

机应用对员工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机理。采用周记经验取样法，研究 1 收集了 116
名员工的 1 111 份问卷，研究 2 收集了 73 名员工的 714 份问卷，通过多层次的回归分析和路径分

析，对相关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信息技术过载通过增加工作负面反刍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

度。②工作相关手机应用通过降低心理脱离感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③工作

自主权调节信息技术过载对工作负面反刍的正向影响，即对于有较高工作自主权的员工，信息

技术过载对工作负面反刍的影响较低。④家庭自主权调节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心理脱离感的

负面影响，即对于有较高家庭自主权的员工，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心理脱离感的影响较低。

　　研究结果建议管理者在积极使用信息技术提高员工工作效率的同时，也要关注信息技术给

员工带来的工作压力，并通过赋予员工工作自主权和鼓励员工提升家庭自主权两种方式，预防

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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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加速迭代，数字经济迈入了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为获取竞争优势、提升工

作效率，积极推动和普及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

员工在线化成为热潮 [1]。信息技术是指收集、存储或

发送信息的电子技术或应用 [2]，如传统的电子邮件、

企业内部即时通信软件等，或是腾讯会议、钉钉等新

型终端。已有研究表明，信息技术可通过提升员工

工作便利性，改善其工作体验，并促进企业创新和绩

效提升。

然而，信息技术在持续推动企业变革的同时，也

给员工带来一定的负面体验。一方面，信息技术的

广泛应用导致员工加快了工作节奏、改变了工作习

惯、增加了工作内容，从而提高了员工的工作负荷 [3]；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嵌入，如智能手机端

安装的工作相关应用，模糊了员工工作与家庭的边

界，干扰其家庭生活，进而降低员工的恢复体验 [4]。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在工作中的过度使用同时导致

员工在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的不良体验。

针对上述问题，DAY et al.[5] 提出了信息技术压力

(ICT Demand) 这一概念，并以此为基础探究技术对员

工心理状态和工作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已

有研究对由信息技术引发的技术压力关注较少，也

未对工作场域与家庭场域进行区分。鉴于此，本研

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探索

并揭示工作中的信息技术过载与家庭中的工作相关

手机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交叉溢出影响机理，以期

为企业在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的同时，抑制信息技术

压力对员工的负面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1  相关研究评述

技术压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 BROD[6]

提出，指因能力匮乏无法适应计算机技术发展而引

发的现代适应性疾病。随着这一概念被引入管理学

和工业心理学，WANG et al.[7] 对技术压力的概念进行

了拓展，并将其定义为技术间接或者直接对员工的

工作体验和工作行为造成的消极影响。已有研究将

技术压力区分为技术过载、技术入侵生活、技术复

杂性、技术不安全感和技术不确定性 5 个维度。技

术过载是指因为新技术的运用而导致员工新的工作

量增加；技术入侵生活是指新技术的采用使员工的

家庭生活受到干扰，如在节假日挤出时间学习新技

术而使与家人相处时间减少；技术复杂性是指员工

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学习新技术而引发的压力；

技术不安全感是指员工因为新技术的采用而产生的

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源于新技术本身，另

一方面来自于其他熟练掌握新技术的员工；技术不

确定性是指新技术升级过于频繁带来的压力，如企

业经常更换软硬件系统 [8]。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作压

力，已有研究主要探究技术压力对员工工作体验和

工作行为的长期影响。一方面，技术压力可以直接

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生产效率和工作满意度；另一

方面，技术压力也可以转化为角色压力，间接地增加

员工的角色模糊、角色冲突、负面情感体验和离职

意向 [9−10]。基于技术压力的概念，DAY et al.[5] 进一步

聚焦于信息技术的采用对员工心理和行为造成的消

极影响，提出信息技术压力的概念，并将其区分为信

息技术过载、信息技术复杂性和信息技术入侵生活

等维度。

员工幸福感并非一个单维度概念，可以按场域的

不同进一步划分为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 [11−12]。

BAKKER et al.[13] 认为工作与家庭是两个相互独立但

又相互连通的场域，员工的幸福感可以由工作场域

与家庭场域交叉溢出并相互影响。例如，工作场域

中的上级支持和自我提升会通过增加工作  − 家庭增

益提升员工与其配偶的家庭满意度。反之，家庭场

域中的家庭支持会通过增加家庭  − 工作增益提升员

工的工作繁荣。当下，随着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管

理的阶段，为确保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员工的心理

健康水平成为管理实践者和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

题 [14]。已有研究分别从组织文化、团队氛围和工作

设计等方面探究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的前因 [15]，

其中工作压力对员工满意度的影响稳定而显著 [16]。

当前也有研究开始探究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心理状

态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如工作绩效 [5]、工作偏

离行为 [17] 和工作投入 [18] 等。进一步探究信息技术压

力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信息技术压

力对员工心理健康水平有负面影响，并为优化企业

的新技术管理策略、降低新技术引进对员工带来的

负面影响提供理论依据。

然而，已有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影响的研

究中存在 4 点问题：①已有研究重点关注信息技术压

力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其对家庭满意度的影响。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演进，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员工工作与家庭的边

界逐渐模糊，家庭满意度也成为影响员工工作绩效

和工作体验的重要因素之一 [19]。因此，同样需要关

注信息技术压力对家庭满意度影响的作用机理。②

信息技术压力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已有研究虽已尝

试从多维度探究信息技术压力的影响，却尚未从工

作与家庭两个场域区别探讨信息技术压力的作用形

式。在家庭场域中，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主

要通过员工在非工作时间中使用信息技术，如使用

智能手机上安装的腾讯会议、钉钉等工作相关应用

处理工作相关事宜；在工作场域中，信息技术压力主

要通过信息技术过载和信息技术复杂性等方式对员

工产生影响 [20]。③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的影响是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特别是技术过载和技术入侵生

活两个维度对员工的影响存在短期波动 [21]。但已有

研究主要在个体层面展开，探讨信息技术压力对员

工的长期影响，忽略了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

可能存在的短期波动作用。④由于信息技术压力对

员工存在负面影响，已有研究尝试从个体特征和组

织支持两个角度探究技术压力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边

第  3 期 张振铎等：信息技术压力与员工幸福感：来自周记经验取样法的证据 35



界条件 [22]。SØRLIE et al.[23] 认为自主权是员工最重要

的工作资源之一，能够有效缓冲工作压力带来的负

面影响。然而，尚未有研究从这一角度切入，探讨工

作与家庭自主权如何在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分别缓

冲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

综上，已有研究对由信息技术引发的技术压力关

注较少，也未区分信息技术压力在工作场域与家庭

场域的不同作用形式，及其对员工工作和家庭幸福

感的短期动态影响。信息技术压力包含多个维度，

当前已有研究发现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影响的短期

波动主要体现在信息技术过载和对家庭生活的入侵

两个方面 [21]。鉴于此，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以工作负面反刍和心理脱离

感为中介变量，通过周记经验取样法，在研究 1 中分

别在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重点探究由信息技术引发

的信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影响工作满意

度和家庭满意度的作用机理，在研究 2 中进一步对工

作自主权和家庭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

反刍之间以及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

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以期完善已有研究。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资源保存理论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

HOBFOLL et al.[24] 提出资源保存理论，认为资源

能够协助个体去应对压力、维持心理健康和促进个

体发展，因此个体受保存现有资源和获取新资源的

动机驱动。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通过投资资源获

取更多的资源 [25]；缺乏资源的个体，因面临更大的资

源损耗风险而陷入资源损耗的恶性循环 [26]。倘若个

体长期陷入资源损耗的状态，则难以维持较高的心

理健康水平 [27]。该理论主要被应用于解释个体压力

及其负面结果的形成机制，并没有具体区分其应用

场景。TEN BRUMMELHUIS et al.[28] 基于资源保存理

论，将其应用场景区分为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提出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解释资源和压力在两个场域

之间的溢出及影响。

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认为工作与家庭是两个相

对独立又相互连通的场域，一个场域的压力和资源

会通过工作  − 家庭冲突与工作  − 家庭增益的方式影

响个体在另一个场域的体验和行为 [29]。例如，工作

压力和工作资源分别通过增加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

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塑造个体的家庭行为，而家庭压

力和家庭资源分别通过增加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和家

庭对工作的增益塑造个体的工作行为。此外，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认为当个体拥有关键性的工作资源和

家庭资源时，其遭遇工作  − 家庭冲突的风险更低，享

受工作  − 家庭增益的概率更高。

从资源的类型和作用时效看，易变性压力和资

源 (如家庭琐事和积极情绪 ) 在短期内 [30]、结构性压

力和资源 (如组织马基雅维利文化和创新氛围 ) 在长

期内分别通过工作  − 家庭冲突和工作  − 家庭增益的

形式从一个场域溢出到另外一个场域 [31]。DU et al.[32]

解释了工作资源是塑造个体工作旺盛的关键因素，

但是这一过程受到家庭压力的干扰。家庭压力通过

增加个体的负面反刍和消极情感，弱化工作资源对

工作旺盛的正向影响。也有学者从家庭场域的视角

切入，验证了家庭支持对员工工作繁荣的正向溢出

影响。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区分信息技术压力在工作场

域和家庭场域的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探究信息技术

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员工工作和家庭幸福感

的短期动态影响机理。并进一步引入工作自主权和

家庭自主权，探究这一短期动态影响的边界条件。

 2.2  技术过载对工作幸福感和家庭幸福感的影响

工作负面反刍 (negative work rumination) 是一种持

续性认知，具体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依旧沉浸于或

者不断回想起经历过的消极工作体验，及其产生的

原因或者可能产生的后果 [33]。工作负面反刍通常来

自于消极的工作压力，如超出能力的工作量 [34]、感知

环境风险 [35] 等。信息技术过载源于运用新的信息技

术带来的加快工作节奏和增加工作内容而造成的工

作负荷增加，这意味着员工必须接收、承担额外的工

作任务，因此需要对任务的优先级重新排序，或是同

时处理多项任务，并承受可能出现的任务中断后果 [36]。

资源保存理论强调，外部压力会持续消耗个体的资

源，而当个体拥有的资源无法应对外部压力时会出

现负面的心理状态。已有研究认为，技术过载是员

工心理压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当员工经历信息技术

过载时，由于当前拥有的资源无法应对因运用新技

术而产生的工作需求，对当前的工作产生负面的结

果预期，如降级、被批评等 [37]。此时，员工会更加关

注信息技术过载的消极面，引起认知偏差并反复思

考信息技术过载带来的威胁感，导致工作负面反刍

的增加 [38]。尽管尚未有研究证明信息技术过载与工

作负面反刍之间的关系，但有研究通过日志经验取

样法证明工作负荷与工作负面反刍之间存在正向关

系 [39]。综上，本研究认为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

反刍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THEORELL et al.[40] 提出的工作压力模型认为，经

历高工作压力的个体在工作后需要更多的时间获得

生理和心理的恢复。然而，经历高工作压力的个体

通常在下班后仍沉浸于工作之中，并在工作完成后

仍旧思考与工作相关的问题，特别是负面问题。当

压力源的认知表征被延长时会引起持续性的消极反

应，且这一消极反应同时影响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两

个场域的感受。在工作场域，工作负面反刍导致员

工体验到更多的情绪耗竭和工作疲劳感，并降低员

工的工作投入，最终导致更低的工作满意度 [41]。KIN-
NUNEN et al.[42] 在一项持续两年的追踪调查中发现，

工作负面反刍对工作满意度产生负向预测作用。由

此可见，信息技术过载给员工带来新的工作需求，成

为员工新的工作压力源。员工对信息技术过载的认

知表征因此被延长，增加工作负面反刍的风险。而

工作负面反刍又将进一步在工作场域中增加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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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耗竭和工作疲劳，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因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工作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满意度

之间起中介作用。

除了工作场域，工作负面反刍这一消极认知状态

的负面效应还从工作场域溢出到家庭场域。根据工

作  − 家庭资源模型，一个场域的压力和资源通过工

作  − 家庭冲突和工作  − 家庭增益的方式影响个体在

另一个场域的体验和行为 [29]。据此，本研究认为，受

工作场域压力源信息技术过载影响而产生的工作负

面反刍势必会持续消耗有限的认知资源，通过加剧

员工体验的工作  − 家庭冲突的方式，降低员工的睡

眠质量和恢复体验，使员工无法满足家庭角色的需

求，进而损害员工在家庭场域的满意度。HE et al.[43]

通过两年的追踪调查，验证了工作负面反刍对工作  −
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以及对家庭满意度的负向影响。

由此可见，由信息技术过载引发的工作负面反刍导

致个体无法满足家庭角色的需要，增加工作与家庭

的冲突，降低员工的家庭满意度。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

H2 工作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家庭满意度

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

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成为当下人们最

为依赖的通信工具之一。智能手机功能逐渐强化，

手机可以协助使用者管理工作日历、浏览互联网、

访问社交媒体和查询工作相关信息等，如邮件、微

信、腾讯会议和钉钉等。已有研究探讨工作相关手

机应用在影响工作  − 家庭平衡和冲突之间的作用。

其积极作用为，使用智能手机能够增强员工的工作

灵活性，协助员工同时履行工作和家庭责任，为员工

提供更多的工作  − 家庭边界控制，进而降低工作  −
家庭冲突的可能性 [44]。其消极作用为，工作相关的

智能手机应用同时也会模糊员工工作与家庭的边界，

如员工在下班时间使用智能手机查阅与工作相关的

邮件，可能会反复查看同事是否发送了相关微信消

息，并一直关注手机查看、回复紧急电话等。这些行

为均会降低员工与工作之间的脱离感，持续损耗员

工的心理资源，使员工难以从工作疲劳中恢复 [45]。

心理脱离感是指个体在非工作时间心理和生理

均远离工作的状态 [46]。心理脱离感高的员工不易沉

浸于工作之中，不需要使用个体资源应对工作需求，

因此更容易实现资源恢复。维持心理脱离感需要清

晰的工作  − 家庭边界，但在非工作时间使用智能手

机完成工作相关任务却模糊了员工的工作  − 家庭边

界。迫使员工需要在非工作时间，在家庭角色与工

作角色之间频繁转换，不利于员工维持较高的心理

脱离感 [47]。鉴于此，本研究认为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降低员工的心理脱离感。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已有研究证明，在家庭场域

的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增加员工体验到的工作对家庭

的冲突，干扰员工的心理脱离感和恢复过程，使员工

难以在家庭场域获得合理资源的满足。进一步地，

家庭场域的心理脱离感作为员工恢复体验的重要前

因变量，是员工在下班后获得心理资源补充的重要

决定因素 [48]。心理脱离感较低的员工在家庭场域中

仍然沉浸于工作之中，进而加剧心理资源的损耗。

当员工长时间处于资源亏损状态，在家庭场域会感

受到更多的心理压力和消极情绪，进而降低与家人

沟通的频率和质量，故而不利于维持高水平的家庭

满意度 [49]。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心理脱离感在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家庭满意

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此外，根据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心理脱离感低

的员工由于无法在家庭中得到资源恢复，心理资源

亏损的状态还会从家庭场域溢出到工作场域，增加

员工的工作倦怠，降低员工的组织承诺，最终致使工

作满意度下降 [29]。已有研究从工作家庭边界的理论

视角，研究发现员工基于信息技术使用的非工作时

间连通导致低心理脱离感，进而间接引发工作  − 家
庭冲突和低工作出勤率等 [45,47]。据此，本研究认为非

工作时间的工作相关手机应用迫使员工在工作与家

庭角色之间频繁切换，干扰员工的心理脱离感，不利

于员工在家庭中恢复工作中受到损耗的资源。这一

资源损耗的状态不仅降低员工在家庭场域的满意度，

随后还会溢出到工作场域，增加员工的工作倦怠并

降低工作满意度。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4 心理脱离感在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工作满意

度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自主权的调节作用

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尽管工作压力会持续造成个

体资源的损耗，不利于维持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员工

拥有的关键核心资源能够缓解这一过程。高静美

等 [50] 发现了复原力在工作需求  − 工作控制与压力之

间的重要作用；DEMEROUTI et al.[51] 认为家庭自主权

在家庭压力转化为家庭重塑的过程中发挥增强的作

用。因此，为明确信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

用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边界条件，本研究需要进一步

甄别员工自身拥有的关键资源并分析其调节作用。

自主权是员工拥有的最关键的工作资源之一，并且

已有研究分别在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中验证了自主

权对工作  − 家庭冲突的缓冲作用和对工作  − 家庭增

益的增强作用 [51−52]。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在工作场

域探究工作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

之间的调节作用，在家庭场域探索家庭自主权在工

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工作自主权是员工在工作方法、工作安排和工

作准则上自主选择和决定的程度 [53]。工作自主权是

资源保存理论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可以协助员

工依据具体情景安排工作方式和调配工作资源。一

方面，工作自主权高的员工，在面对信息技术过载时

可以通过工作重塑等方式去获取工作资源，如寻求

上级的建议和同事的支持，从而应对信息技术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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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等，以此降低体验工作负

面反刍的概率。另一方面，高工作自主权可以使员

工自主地选择工作方式和完成工作的顺序，以降低

信息技术过载带来的压力感知，进而降低工作负面

反刍增加的风险 [54]。工作自主权低的员工在面对信

息技术过载带来的压力时，并没有足够的办法去寻

求资源做出应对，也同样缺乏足够的方式去调整工

作，因此无法降低信息技术过载带来的压力。由此

可知，工作自主权低的员工在面对信息技术过载时，

更有可能体验工作负面反刍。因此，本研究提出假

设。

H5 工作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

之间起调节作用，即员工的工作自主权越高，信息技

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之间的关系越弱。

家庭自主权是指在履行家庭职责时，个体自主选

择履职方式或自主决定家庭任务安排的程度 [51]。家

庭自主权是实现工作  − 家庭增益并降低工作  − 家庭

冲突的关键要素之一。PETROU et al.[55] 认为在面对

高工作压力时，拥有高家庭自主权的员工可以通过

自主安排非工作时间、参与自身偏好的家庭活动来

获取积极的生活体验，以应对工作压力带来的负面

工作体验，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感。而当员工在非

工作时间需要通过智能手机完成工作任务时，导致

工作挤占个体履行家庭职责的时间，造成工作对家

庭的冲突，使员工无法充分在家庭场域获得恢复体

验 [45]。家庭自主权高的员工在面对上述情景时，一

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家庭任务安排，合理调配时间，

降低工作挤占非工作时间带来的无法履行家庭职责

的风险；另一方面，员工可以在完成工作后，通过安

排偏好的家庭活动，更好地释放工作压力，增强与工

作的脱离感并维持较高的恢复体验。反观家庭自主

权较低的员工，因为无法自主地安排家庭事务和调

配非工作时间，使其在家庭与工作角色中不停转换，

迫使员工持续体验资源损耗的状态，不利于通过心

理脱离感恢复工作中损耗的工作资源。因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H6 家庭自主权在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

感之间发挥调节作用，即员工的家庭自主权越高，工

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的关系越弱。

本研究共包含两个子研究，分别揭示信息技术压

力影响员工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在研究

1 中，本研究通过采集来自 116 名员工持续 10 个工作

周的 1 111 份有效问卷，验证工作场域的信息技术过

载与家庭场域的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影响员工工作满

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个体内作用机制。在研究 2 中，

本研究通过采集来自 73 名员工持续 10 个工作周的

714 份有效问卷，分别验证工作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

载与工作负面反刍之间、家庭自主权在工作相关手

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的跨层次调节，以揭示信

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塑造员工心理反应

的边界条件。理论研究模型和子研究的研究内容见

图 1。

 3  研究 1：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幸

福感的交叉溢出影响

 3.1  研究设计

 3.1.1  样本和程序

根据本研究团队的社会网络资源，调研样本主要

来自广州的两家制造业企业，并得到企业高管团队

的支持。在发放问卷之前，研究人员随机抽取两家

企业中的员工和中层管理者进行访谈，以确认研究

问卷相关题目在企业实践中的适用性。考虑到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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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研究模型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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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题为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需要

研究参与者在工作中频繁使用信息技术，研究团队

与两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联系，将目

标参与者确定为企业中的办公室白领员工，并确认

调研样本名单。

考虑到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是一

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且经验取样法是捕捉存在短期

波动的员工压力感知和心理反应的有效方式。在研

究中发现，信息技术压力的变化与对员工心理健康

的影响在周与周之间有较为明显的波动。基于已有

研究，本研究通过周记经验取样法收集数据，调研过

程持续 10 个工作周，问卷主要通过电子链接的方式

发放。研究团队在两家企业分别建立调研微信群，

每一个群内包含两名研究助理和 65 名参与者。研究

开始于 2021 年 3 月 7 日，结束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

研究共包含 2 个阶段，阶段 1 在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9
日两天完成，请员工填写人口学信息。阶段 2 在阶

段 1 之后的 10 个工作周的周三和周五进行，每个工

作周周三下班之后，请参与者填写信息技术过载感

知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的问卷；周五下班之后，请参

与者填写每周工作负面反刍、心理脱离感、工作满

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问卷。在问卷填写过程中，研

究助理负责回答调研对象的问题，并及时提醒未填

答问卷的参与者及时完成问卷。

调查期间共发放 1 300 份问卷，研究团队按照问

卷编码将阶段 1 的员工信息与阶段 2 的每周问卷进

行配对，剔除连续超过 4 周未填答问卷的参与者，共

回收 116 名参与者的 1 111 份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

为 85.462%。研究团队将丢失样本与保留样本的基

本人口学信息进行比对分析，丢失样本与保留样本

在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在保留样本中，男性 52 人，占 44.828%；女性 64 人，占

55.172%。专科及以下学历者 10 人，占 8.621%；本科

学历者 89 人，占 76.724%；硕士及以上学历者 17 人，

占 14.655%。已婚的员工 31 人，占 26.724%；未婚的员

工 85 人，占 73.276%。18 岁及以下子女数量方面，当

前家庭未有孩子的员工 86 人，占 74.138%；拥有 1 个

孩子的员工 21 人，占 18.104%；拥有 2 个孩子的员工

6 人，占 5.172%；拥有 3 个孩子的员工 3 人，占 2.586%。

保留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27.519 岁，标准差为 3.762。
 3.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为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

的成熟量表，未对题项进行删减，原始量表皆具备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翻译过程遵循严格的翻译  −
回译原则，以保证量表翻译的准确性。量表均采用

Likert 7 点评分法， 1 为完全不符合， 7 为完全符合。

本研究对原始问卷进行一定调整，以满足周记经验

取样法的要求。

(1) 工作满意度 (JS)。采用 LIU et al.[56] 开发的测

量工作满意度的量表，共 3 个题项，分别为“在本周，

我觉得不喜欢我的工作 (R)”“在本周，我对我的工作

满意”“在本周，我喜欢在我的企业工作”。在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41。
(2) 家庭满意度 (FS)。采用 CARLSON et al.[12] 依据

工作满意度量表改编的测量家庭满意度的量表，共 3
个题项，分别为“在本周，我觉得我不喜欢我的家庭

生活”“在本周，我对我的家庭生活很满意”“在本周，

我觉得和我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很幸福”。在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52。
(3) 信息技术过载 (TS)。采用 TARAFDAR et al.[57]

开发的测量信息技术过载的量表，共 5 个题项，分别

为“在本周，因为企业内信息技术的采用，我不得不

更加努力地工作”“在本周，因为信息技术的采用，

我不得不做更多超出我能力范围的工作”“在本周，

因为信息技术的采用，我不得不将工作安排得很满”

“在本周，因为信息技术的采用，我必须调整自己的

工作习惯”“在本周，因为企业采用信息技术的复杂

性，我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48。
(4)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SU)。采用 DERKS et al.[58]

开发的测量工作相关手机应用的量表，共 4 个题项，

分别为“在本周，我在非工作时间为了完成工作而不

得不频繁地使用移动智能设备 (如手机或平板 ) 回复

工作信息”“在本周，我在下班时间为履行工作职责

而使用移动智能设备 (如手机或平板 ) 回复工作信息”

“在本周，即使在我睡觉之前我也会使用移动智能设

备 (如手机或平板 ) 查看工作邮件”“在本周，在我的

移动智能设备 (如手机或平板 ) 闪烁显示新消息时，

我总是忍不住查看它们是否与工作相关”。在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87。
(5) 工作负面反刍 (NR)。采用 FRONE[33] 开发的测

量工作负面反刍的量表，共 4 个题项，分别为“在本

周，我即使不在工作也会反复思考工作中的消极体

验”“在本周，我即使下班后也会全神贯注地思考工

作中不好的事情”“在本周，我即使下班后也会回想

起工作中不好的事情”“在本周，我即使下班后也会

持续思考工作中发生的不好的事情”。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53。
(6) 心理脱离感 (PD)。采用 SONNENTAG et al.[59]

开发的测量心理脱离感的量表，共 4 个题项，分别为

“下班后，我不再思考工作”“下班后，我可以从工作

压力中脱身”“下班后，我远离工作”“下班后，我会

忘记工作中的事情”。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928。

(7) 控制变量。在已有关于工作  − 家庭资源模型

的相关研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

和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是重要的控制变量。ZHANG et
al.[60] 在其元分析中发现，相对于女性，男性容易受到

信息技术压力的影响，且对于年长的、已婚和孕育未

成年子女的员工，信息技术压力更容易引发工作  −
家庭冲突。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积极

应对信息技术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

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将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婚姻状况和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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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AGUINIS et al.[61] 的建议，本研究同时对包含和

未包含控制变量的统计模型进行计算。研究结果发

现，统计模型中核心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未因控

制变量的包含与否发生显著变化。因此，本研究在

假设检验部分汇报了未包含控制变量的结果。

 3.2  假设检验

 3.2.1  同源误差检验

χ2

df

本研究使用 Mplus V7.0 对调研数据进行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1。 6 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

 =  2.181， CFI =  0.982， TLI =  0.978， RMSEA =  0.033，

SRMR = 0.031。说明本研究数据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明显。

 3.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组内相关系数 ICC(1)
和相关系数见表 2。工作满意度与信息技术过载显

著负相关，r = − 0.508，p < 0.010；与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显著负相关，r = − 0.222，p < 0.010；与工作负面反刍显

著负相关，r = − 0.564，p < 0.010；与心理脱离感显著正

相关， r = 0.276， p < 0.010。同样，家庭满意度与信息

技术过载显著负相关，r = − 0.505，p < 0.010；与工作相

关手机应用显著负相关，r = − 0.207，p < 0.010；与工作

负面反刍显著负相关，r = − 0.559，p < 0.010；与心理脱

离感显著正相关， r = 0.385，p < 0.010。上述结果与研

究假设的理论预期一致，为后续假设检验奠定了基

础。由表 2 可知，各变量 ICC(1) 在 0.256 ~ 0.477 之间，

表明本研究适合采用多层次分析。个体内方差比重

1 − ICC(1) 在 0.523 ~ 0.744 之间，表明关键变量在周与

周之间存在波动。另外，个体间层面，年龄与婚姻状

况显著正相关， r = 0.174， p < 0.050，其他人口学变量

之间相关系数不显著。

 3.2.3  实证分析结果

考虑当前研究理论模型的复杂性，参考 PARK et
al.[62] 的建议和研究范式，本研究采用跨层次结构方

程验证工作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员工幸福感

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脱离感在工作相关手机

应用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尽管本研究的

核 心 变 量 皆 在 个 体 内 层 面 ， 但 依 据 PREACHER  et
al.[63] 的建议，本研究在控制了核心变量在个体间层

面的方差变异和变量间的协方差后，在个体内层面

对理论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全模型的跨层次结构方

程分析统计分析通过 R 软件 (V4.1.1) 的 Lavaan 软件

包 (V0.6-9) 完成，结果见图 2。跨层次结构方程的分

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存在显

著的正相关关系，γ = 0.084，p < 0.050；工作负面反刍

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γ = − 0.384，
p < 0.010；工作负面反刍与家庭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γ = − 0.334，p < 0.010。另外，信息技术过载

与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γ = − 0.165，
p < 0.010；信息技术过载与家庭满意度存在显著的负

相关关系， γ = − 0.107， p < 0.010。基于此分析结果，

H1 和 H2 得到初步验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工作

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以及信

息技术过载与家庭满意度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γ = − 0.381，p < 0.050；心理脱离感与工作满意度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 = 0.043，p < 0.050；心理脱

离感与家庭满意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γ = 0.147，
p < 0.010。另外，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家庭满意度和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分析结果，H3 和

H4 初步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进一步发现，心理脱离

感在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家庭满意度之间以及工作

相关手机应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

用。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 分析

验证 H1 ~ H4，bootstrapping 样本量为 20 000，分析结果

见表 3。由表 3 可知，工作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

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 0.029，
标准误为 0.010，95% 置信区间为 [− 0.049, − 0.011]；工
作负面反刍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中

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 − 0.028，标准误为 0.009， 95%
置信区间为 [− 0.047, − 0.011]。H1 和 H2 得到验证。心

表  1  研究 1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Study 1

模型 因子 χ2 df
χ2

df χ2∆ CFI TLI RMSEA SRMR

6 因子模型 JS, FS, TS, SU, NR, PD 416.626 191 2.181 0.982 0.978 0.033 0.031

5 因子模型 JS, FS, TS + SU, NR, PD 2 068.197 196 10.552 1 651.571** 0.851 0.825 0.093 0.137

4 因子模型 JS, FS, TS + SU, NR + PD 2 840.269 200 14.201 2 423.643** 0.790 0.757 0.109 0.172

3 因子模型 JS + FS, TS + SU, NR + PD 3 045.471 203 15.002 2 628.845** 0.774 0.743 0.112 0.177

2 因子模型 JS + FS, TS + SU + NR + PD 4 444.867 205 21.682 4 028.241** 0.663 0.620 0.136 0.181

单因子模型 JS + FS + TS + SU + NR + PD 5 249.184 206 25.481 4 832.558** 0.599 0.550 0.148 0.159

　　注：个体内样本量为1 111，个体间样本量为116， **为p < 0.010，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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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脱离感在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家庭满意度之间的

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 0.056，标准误为 0.011，95%
置信区间为 [− 0.080, − 0.035]；心理脱离感在工作相关

手机应用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效应

表  2  研究 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Study 1

个体内层面 工作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信息技术过载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工作负面反刍 心理脱离感

家庭满意度    0.606**

信息技术过载 − 0.508** − 0.505**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 0.222** − 0.207**    0.092  

工作负面反刍 − 0.564** − 0.559**    0.497**    0.204**

心理脱离感    0.276**    0.385** − 0.283** − 0.393** − 0.243**

均值    4.887     4.710     4.031     3.714     3.283  5.124

标准差    1.247     1.236     1.623     0.995     1.222  1.588

组内相关系数 ICC(1)    0.414     0.417     0.256     0.453     0.314  0.477

个体间层面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性别

年龄 − 0.116  

受教育程度 − 0.063  − 0.101  

婚姻状况    0.114     0.174* − 0.082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    0.077     0.047  − 0.066     0.022  

均值  27.519  

标准差    3.762  

　　注：  *为p < 0.050,下同。

信息技术过载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工作负面反刍

心理脱离感

工作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0.084* (0.026) − 0.384** (0.034)

0.147** (0.022)

0.085* (0.032) 0.043* (0.021)

− 0.334** (0.034)

− 0.165** (0.029)

− 0.107** (0.029)

− 0.381* (0.050)

注：个体内样本量为 1 111，个体间样本量为 116，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本研究进行全模型检验，统计模型中加黑的实线为对

假设的验证，虚线为不显著的路径系数。

图  2  跨层次结构方程分析结果

Figure 2  Results of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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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0.016，标准误为 0.009，95% 置信区间为 [− 0.034,
− 0.001]。H3 和 H4 得到验证。

 4  研究 2：自主权的调节作用分析

 4.1  研究设计

 4.1.1  样本和程序

根据研究团队的社会网络资源，调研样本来自江

西的一家制造业企业。研究团队与企业高管团队取

得联系，获得研究支持。同样，研究团队与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部门负责人取得联系，将目标参与者确定

为办公室白领，并确认调研样本名单。与研究 1 一致，

本研究同样采用周记经验取样收集数据，调研时间

持续 10 个工作周，问卷通过电子链接的方式发放。

研究团队建立调研微信群，微信群内包含两名研究

助理和 80 名参与者。研究开始于 2021 年 6 月 6 日，

结束于 8 月 17 日。研究共包含 2 个阶段，阶段 1 在

2021 年 6 月 7 日至 8 日两天完成，请员工填写人口学

信息，并评价自身的工作自主权和家庭自主权。阶

段 2 在阶段 1 之后的 10 个工作周的周三和周五进行，

每个工作周周三和周五下班之后，请参与者填写每

周的问卷，即每个参与者需要完成 10 份问卷。周三

的问卷主要包含本周的信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

机应用的情况；周五的问卷主要包含工作负面反刍

和心理脱离感。在问卷填写过程中，研究助理负责

回答调研对象的问题，并及时提醒未填答问卷的参

与者及时完成问卷调查。

由于企业高管团队深度参与了本次的调研过程，

因此问卷回收状况良好。第 1 阶段为个体间的问卷

调查，有 80 名参与者；第 2 阶段为个体内问卷调查，

向第 1 阶段的 80 名参与者发放问卷 800 份，收回 721
份问卷。在进行两阶段问卷配对时，发现有 3 名参与

者未完成第 1 阶段的问卷调查，在第 2 阶段有 4 名参

与者完成的情况少于 3 周，故予以剔除。最终，回收

到 73 名参与者共 714 份问卷，研究 2 的有效问卷回收

率为 89.250%。在保留样本中，男性 34 人，占 46.575%；

女性 39 人，占 53.425%。专科及以下的员工 6 人，占

8.219%；本科学历的员工为 49 人，占 67.123%；硕士及

以上学历者 18 人，占 24.658%。已婚员工 44 人，占

60.274%；未婚员工 29 人，占 39.726%。未有孩子的员

工为 38 人，占 52.055%；拥有 1 个 18 岁以下孩子的员

工为 26 人，占 35.616%；拥有 2 个 18 岁以下孩子的员

工为 6 人，占 8.219%；拥有 3 个 18 岁以下孩子的员工

为 3 人，占 4.110%。保留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4.052 岁，

标准差为 4.722。
 4.1.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使用的量表均为发表在国外学术期刊上

的成熟量表，未对题项进行删减，原始量表皆具备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量表翻译过程遵循严格的翻译  −
回译原则，以保证量表翻译的准确性。量表均采用

Likert 5 点评分法， 1 为完全不符合， 5 为完全符合。

本研究对原始问卷进行一定调整，以满足周记经验

取样法的要求。在研究 2 的调研过程中，信息技术过

载、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工作负面反刍和心理脱离

感的量表与研究 1 一致，4 个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分

别为 0.857、0.926、0.872 和 0.946。
(1) 工作自主权 (JA)。采用 LIU et al.[56] 开发的测

量工作自主权的量表，共 3 个题项，分别为“我自己

决定如何工作”“在完成任务时，这份工作给我机会

使用我个人的创造力或者判断力”  “这份工作给我

提供了相当多的机会，去独立、自由地完成工作任

务”。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为 0.853。
(2) 家庭自主权 (HA)。采用 DEMEROUTI et  al.[51]

基于工作自主权量表改编的测量家庭自主权的量表，

共 3 个题项，分别为“我自己决定如何完成家庭事务”

“在完成家庭事务时，我可以自主地使用我个人的创

造力或者判断力”“我可以独立、自由地完成家庭事

务”。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s α值为 0.741。
(3) 控制变量。参考研究 1 控制变量的选择依据，

本研究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 18
岁以下子女数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层次回归分

表  3  研究 1 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分析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 Analysis in Study 1

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同场域间接效应

信息技术过载→工作负面反刍→工作满意度 − 0.029 0.010 − 0.049 − 0.011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心理脱离感→家庭满意度 − 0.056 0.011 − 0.080 − 0.035

跨场域溢出效应

信息技术过载→工作负面反刍→家庭满意度 − 0.028 0.009 − 0.047 − 0.011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心理脱离感→工作满意度 − 0.016 0.009 − 0.034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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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模型中。

 4.2  假设检验

 4.2.1  同源误差检验

χ2

df

本研究同样使用 Mplus V7.0 对调研数据进行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4。6 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

好，  = 2.165，CFI = 0.962，TLI = 0.946，RMSEA = 0.040，

SRMR个体内  = 0.049，SRMR个体间  = 0.047。说明本研究的

数据区分效度较好，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并不明

显。

 4.2.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组内相关系数 ICC(1) 和
相关系数见表 5。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r = 0.363， p < 0.010；工作

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关系， r = − 0.233， p < 0.050。上述结果与研究 1 的研

表  4  研究 2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Study 2

模型 变量 χ2 df
χ2

df χ2∆ CFI TLI RMSEA SRMR个体内 SRMR个体间

6 因子模型 TS, SU, NR, PD, JA, HA 149.393 69 2.165 0.962 0.946 0.040 0.049 0.047

5 因子模型 TS + SU, NR, PD, JA, HA 246.664 72 3.426 97.271 0.918 0.888 0.058 0.085 0.047

4 因子模型 TS + SU, NR + PD, JA, HA 442.219 74 5.976 292.826 0.828 0.769 0.083 0.131 0.047

3 因子模型 TS + SU + NR + PD, JA, HA 613.060 75 8.174 463.667 0.748 0.667 0.099 0.103 0.047

2 因子模型 TS + SU + NR + PD, JA + HA 654.231 76 8.608 504.838 0.726 0.643 0.102 0.103 0.048

　　注：个体内样本量为714，个体间样本量为73，下同。

表  5  研究 2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in Study 2

个体内层面 信息技术过载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工作负面反刍 心理脱离感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0.498  

工作负面反刍    0.363**    0.347**

心理脱离感 − 0.275* − 0.233* − 0.461**

均值    3.386     2.811     3.250     2.205  

标准差    0.922     1.085     0.947     0.817  

组内相关系数 ICC(1)    0.373     0.321     0.410     0.489  

个体间层面 工作自主权 家庭自主权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
18岁以下
孩子数量

家庭自主权    0.129  

性别    0.067     0.145**

年龄    0.041     0.098**    0.129**

受教育程度    0.011     0.015     0.034  − 0.226**

婚姻状况    0.037  − 0.094  − 0.141     0.387* 0.267*

18 岁以下孩子数量    0.047  − 0.084     0.031     0.181  0.009 0.163

均值    3.089     3.346   34.052  0.644

标准差    0.741     0.663     4.722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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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论一致，增强了研究 1 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由

表 5 可知，各变量 ICC (1) 在 0.321 ~ 0.489 之间，表明

本研究适合进行多层次分析。个体内方差比重 1 −
ICC(1) 范围在 0.511 ~ 0.679 之间，表明关键变量存在

周与周之间的波动。另外，个体间层面，家庭自主权

与性别显著正相关， r = 0.145， p < 0.010；家庭自主权

与年龄显著正相关， r = 0.098， p < 0.010；性别与年龄

显著正相关， r = 0.129， p < 0.010；年龄与受教育程度

显著负相关，r = − 0.226，p < 0.010；年龄与婚姻状况显

著正相关， r = 0.387， p < 0.050；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

况显著正相关， r = 0.267，p < 0.050。以上结果与已有

研究以及理论预期一致，为假设检验奠定了基础。

 4.2.3  实证分析结果

研究 2 采用跨层次回归分析验证工作自主权和

家庭自主权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 6，统
计分析采用 Mplus 7.0 完成。由表 6 的模型 2 可知，信

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γ = 0.144, p < 0.050；信息技术过载  × 工作自主权与工

作负面反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 = − 0.179,
p < 0.050。H5 得到初步验证。由模型 4 可知，工作相

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γ =
− 0.139, p < 0.050；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 家庭自主权与

心理脱离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γ = 0.190, p <
0.050。H6 初步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工作自主权和家庭自主权的调节

作用，研究 2 通过 R 软件进行 Monte Carlo  bootstrap-
ping 分析，bootstrapping 样本量为 20 000，分析结果见

表 7。信息技术过载对工作负面反刍的正向影响在

低工作自主权时显著，效应值为 0.280，标准误为 0.078，
95% 置信区间为  [0.127，0.433]；在高工作自主权时不

显著，效应值为 0.017，标准误为 0.079，95% 置信区间

为 [− 0.139, 0.172]。在两种情景下，信息技术过载影

响工作负面反刍的效应值的差值显著，效应值为

−  0.264， 标 准 误 为 0.108， 95% 置 信 区 间 为 [−  0.475,
− 0.054]，H5 得到验证。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心理脱

离感的负向影响在低家庭自主权时显著，效应值为

−  0.264， 标 准 误 为 0.085， 95% 置 信 区 间 为 [−  0.431,
− 0.098]；在高家庭自主权时不显著，效应值为− 0.013，
标准误为 0.084， 95% 置信区间为 [− 0.181, 0.151]。在

两种情景下，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影响心理脱离感的

表  6  研究 2包含控制变量的跨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in Study 2 with Control Variables

工作负面反刍 心理脱离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γ SE γ SE γ SE γ SE

截距 2.810 0.716 3.266 0.501 1.995 0.643 1.714 0.513

个体内层面

信息技术过载 0.144*
0.056 − 0.134 0.085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0.132*
0.055 − 0.139* 0.064

个体间层面

工作自主权 0.492**
0.140 − 0.386* 0.167

家庭自主权 0.402**
0.100 − 0.314* 0.090

性别 − 0.060 0.177 − 0.248 0.151 0.244 0.137 0.333 0.136

教育程度 0.282 0.227 0.223 0.153 − 0.145 0.209 − 0.086 0.161

年龄 − 0.023 0.019 − 0.030 0.013 0.026 0.019 0.029 0.016

婚姻状况 − 0.019 0.224 − 0.080 0.168 0.249 0.204 0.276 0.175

18岁孩子数量 − 0.106 0.122 − 0.100 0.096 0.110 0.106 0.101 0.094

跨层次调节项

信息技术过载 × 工作自主权 − 0.179*
0.074 0.178 0.128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 × 家庭自主权 0.058 0.072 0.190* 0.084

伪决定系数R2
0.001 0.322 0.002 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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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值的差值显著，效应值为 0.251，标准误为 0.111，
95% 置信区间为 [0.033, 0.470]，H6 得到验证。

 5  结论

 5.1  研究结果

本研究将信息技术压力按照场域不同细分为工

作场域的信息技术过载和生活场域的工作相关手机

应用，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  − 家庭资源溢出模

型，引入工作自主权和家庭自主权作为边界条件，以

工作负面反刍和心理脱离感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信

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员工幸福感的短

期动态影响机理。通过两个为期 10 个工作周的周记

经验取样法采集数据，并通过跨层次结构方程和多

层次回归分析验证理论模型，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 在工作场域，信息技术过载通过增加员工的

工作负面反刍，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

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信息技术过载通过加

速员工的工作节奏和增加新的工作内容，使员工深

陷工作之中，并产生对当前工作的负面预期，增强工

作负面反刍。一方面，工作负面反刍通过增加个体

的情绪耗竭和工作疲劳，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另

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作对家庭的冲突，降低员工的家

庭满意度。

(2) 在家庭场域，工作相关手机应用降低员工的

心理脱离感，降低员工的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

信息技术的发展模糊了员工工作与家庭的边界，智

能手机性能的提升增加了员工与工作的连通性。即

使在下班之后，员工仍旧主动或者被动地通过智能

手机处理工作相关事宜。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使员工

在非工作时间频繁地在家庭角色与工作角色之间切

换，不利于员工在心理上脱离工作，降低员工的恢复

体验，迫使员工长时间处于资源损耗状态，降低员工

的家庭满意度，进而降低工作满意度。

(3) 工作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载与工作负面反刍

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家庭自主权在工作相关手机应

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发挥缓冲作用。工作自主权使

员工可以自主地安排工作计划和调配工作资源，以

应对信息技术过载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工作

负面反刍的概率。在使用智能手机处理工作后，家

庭自主权可以使员工调动家庭资源快速脱离工作，

以恢复自身的工作资源，降低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

心理脱离感的不利影响。

 5.2  理论意义

(1) 本研究基于周记经验取样法采集数据，明确

了信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对工作满意度

和家庭满意度的短期动态影响，为探究信息技术压

力负面影响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已有

研究主要从个体间视角切入，探究信息技术压力对

个体的长期影响，如杨睿娟等 [64] 和 CALIFF et al.[36] 的

研究。然而，已有研究却忽略了信息技术压力的短

期波动效应，特别是信息技术过载和技术入侵生活

两个维度对个体的影响是即时的。为明确技术压力

对个体幸福感的即时动态影响，本研究基于 VENZ et
al.[65] 和 CHO et al.[66] 的研究，在工作场域选取信息技

术过载，在家庭场域选取工作相关手机应用，构建理

论模型，并通过周记经验取样法验证研究假设。研

究结果一方面验证了已有研究关于信息技术过载和

技术入侵生活存在动态波动的结论，另一方面进一

步发现了无论是工作场域的信息技术过载还是家庭

场域的工作相关手机应用，皆存在跨场域的溢出作

用，两者同时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造

成负面影响。上述研究发现丰富了技术压力负面影

响的相关研究。

(2) 本研究在工作场域选择工作负面反刍，在家

表  7  研究 2 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结果分析

Table 7  Results of Monte Carlo Bootstrapping Analysis in Study 2

效应值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信息技术过载为自变量，工作负面反刍为结果变量

低工作自主权(均值 − 标准差)    0.280 0.078    0.127    0.433

高工作自主权(均值 + 标准差)    0.017 0.079 − 0.139    0.172

效应值差异 − 0.264 0.108 − 0.475 − 0.054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为自变量，心理脱离感为结果变量

低家庭自主权(均值 − 标准差) − 0.264 0.085 − 0.431 − 0.098

高家庭自主权(均值 + 标准差) − 0.013 0.084 − 0.181    0.151

效应值差异    0.251 0.111    0.033    0.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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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场域选择心理脱离感，从不同场域分别揭示了信

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影响员工幸福感的

作用机理和溢出机理，完善并丰富了技术压力影响

员工幸福感的作用路径。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

术压力对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机理，但是由于信息技

术的发展逐渐模糊了工作  − 家庭的边界，技术压力

也会对员工的家庭满意度产生影响。本研究将家庭

满意度纳入研究框架，同时探究技术压力对工作满

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在工作场域，信息技

术过载能够通过增加工作负面反刍降低工作满意度，

并溢出到家庭场域，降低员工的家庭满意度。而在

家庭场域，工作相关手机应用通过降低心理脱离感

降低员工的家庭满意度，并溢出到工作场域，降低员

工的工作满意度。已有研究主要通过揭示员工在工

作场域的心理资源变化，解释信息技术压力如何影

响员工的工作体验 [9]。一方面，本研究在工作场域选

择工作负面反刍作为中介变量，解释了信息技术过

载如何影响工作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拓展了信息

技术压力在工作场域的作用路径；另一方面，在家庭

场域选择心理脱离感作为中介变量，更为全面地阐

释了信息技术压力对员工家庭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

的影响。

(3) 本研究将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中的自主权作为

信息技术压力影响工作负面反刍和心理脱离感的边

界条件进行考察，提出了降低信息技术压力负面影

响的情景条件。已有研究主要从情景资源和个体特

征两个角度探究如何抑制信息技术压力的负面影响，

如组织学习能够缓解员工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投入

和工作幸福感的负面影响 [67]，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

和外向性削弱信息技术压力对工作倦怠的正向作

用 [68]。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工作  − 家庭溢出

模型的基本假设，探究员工自主权这一核心资源在

信息技术压力与员工幸福感之间的缓冲作用，进一

步将员工自主权解构细分为工作场域的工作自主权

和家庭场域的家庭自主权，分别探究两种自主权在

工作场域和家庭场域的作用机理。本研究一方面验

证了自主权这一员工的关键核心资源在数字经济时

代依然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拓展了抑制信息技术

压力负面影响员工幸福感的边界条件。

 5.3  管理启示

(1) 数字经济大潮下，企业管理者需要正视新技

术，特别是信息技术运用可能给员工带来的负面影

响。一方面，对于企业而言，信息技术的推广能够有

效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和企业绩效。但对员工而言，

信息技术的运用则会加快工作节奏、改变工作方式

和增加新的工作内容。上述变化会增加员工的疲劳

感，不利于维持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另一方面，信息

技术的应用逐渐模糊了员工工作  − 家庭的边界，要

求员工频繁转换工作与家庭角色，降低员工的家庭

满意度。因此，企业管理者在持续改革的同时，也应

时刻关注新技术应用给员工带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

改变，为员工提供必要的支持，帮助员工适应新技术

在工作中的应用。此外，企业管理者也应明确工作

与家庭的边界所在，自觉在非工作时间减少与员工

关于工作的非必要联系，做到劳逸结合，确保员工在

“八小时之外”有效恢复资源。

(2) 企业管理者应对具有不同工作特征的员工实

施差异化授权，对于需要“持续在线”的工作岗位，

管理者应授予充分的工作自主权。本研究发现，工

作自主权能够降低信息技术过载对员工工作负面反

刍的正向影响。因此，对于需要“持续在线”的员工，

如销售、客服、技术支持等，由于其工作方式和内容

逐渐“在线化”，企业应授予这些员工充足的自主权。

充足的自主权能使员工自主地安排完成工作的方式、

调整完成工作的顺序和调配必需的工作资源，有利

于员工按照自身的节奏去适应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

从而降低新技术对其工作满意度带来的冲击。

(3) 企业管理者在工作上给予员工帮助支持的同

时，也应关心员工的生活，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培训，

提升员工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促使员工获得更高

的家庭自主权。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受疫

情影响，员工工作与家庭的连通性大大增强，生活空

间成为工作空间的延伸，因此员工的家庭生活质量

也成为影响工作表现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外已有企

业通过对员工提供培训，提升员工处理家庭事务的

能力 [69]，这种做法在中国较为少见。建议企业可以

依据实际情况，在保障隐私的同时，为员工提供必要

的培训，提升员工处理家庭事务的能力，以此反哺员

工因为信息技术带来的压力损耗。

 5.4  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虽然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结果，但仍

然存在一些不足。①限于篇幅，本研究并未将技术

压力进行实验操作化，因此尚不足以建立技术压力

与员工幸福感之间完整的因果关系。未来研究可通

过实验设计，进一步明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②

尽管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共同方法

偏差并未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但由于本研究所有

数据皆来自于员工自评，因此统计分析过程仍可能

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通过采用客

观指标代替信息技术过载和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以

增加数据来源，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③本研

究的研究 2 仅验证了工作自主权在信息技术过载与

工作负面反刍之间的调节作用，以及家庭自主权在

工作相关手机应用与心理脱离感之间的调节作用。

由于研究设计的限制，并未对自主权在技术压力对

员工幸福感的间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此

外，本研究将自主权视为相对稳定的特质变量，将其

置于个体间层次。而已有研究也证明了自主权在个

体内层面存在波动，可以在个体内层次探究其调节

作用 [51]。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

整体模型，并在个体内层面收集自主权的相关数据，

分析其调节作用，验证并丰富本研究结果。④本研

究主要基于变量的概念和测量对工作场域和家庭场

域进行区分，受限于周记经验取样法的限制，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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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在调研过程中严格区分员工的工作场域和家庭

场域。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参考日志经验取样法的相

关做法，分别于工作时间采集工作场域相关数据、居

家时间采集家庭场域相关数据，实现工作场域与家

庭场域的严格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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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ing ICT Demand to Employees′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A Weekly 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 Study

ZHANG Zhenduo1，SUN Mouxuan1，ZHENG Junwei2，YANG Mengxi3,4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China
3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4 MOE Social Science Laboratory of Digital Economic Forecasts and Policy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The quick advancement in and the widespread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 change employees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As a result, a new type of work stress — ICT demand emerges at work. The present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s of ICT demand on work-related attitude and behaviours. This leaves the influences ICT
demand on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in the family domain unknown. Moreover, research has not taken insights in to
the spillover influences of ICT demand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Borrowing from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COR) and work-home (W-H) resources model, this study divides ICT
demand into techno overload in the work domain and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in the family domain. Furthermore, we ex-
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echno overload and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impact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comprises two studies.  In study 1, we collected 1 111 cases nested in 116 employees over 10
consecutive work weeks. In study 2, we collected 730 cases nested in 73 employees over 10 consecutive work weeks. Through
multilev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d  multilevel  regression  analysis,  we  further  test  the  conceptual  model  and  hypo-
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① work negative rumination mediates the indirect impact of techno overload on job satisfac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②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mediates the indirect impact of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on job satis-
faction and family satisfaction; ③ job autonomy buff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 overload and work negative rumina-
tion, such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weaker in the high than low job autonomy context; ④ home autonomy buffers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 and psychological detachment, such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weaker in the high than
low home autonomy context.
　　We suggest that managers should notice the negative side of new technologies when they are using technologies to im-
prove work effectiveness.  Through empowering job autonomy and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acquire home autonomy, man-
agers could imped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ICT demand on well-being.
Key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verload；work-related smartphone use；work negative rumination；psychological detach-
ment；employees′well-being；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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